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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史研究·

衰落论、转型论与危机应对论:
“中世纪晚期危机”解释模式的嬗变

＊

吕 昭

内容提要 “中世纪晚期危机”是对 14—15 世纪发生在西欧的饥荒、瘟疫、战争及其

导致的人口减少、经济停滞、政治和社会秩序紊乱的概括。中世纪晚期危机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成为西欧中世纪史的重要研究主题，已经形成了两大主流解释模式。第一种是

“衰落论”: 通过探寻危机产生的原因，认为中世纪晚期危机是西欧社会相对于中世纪盛

期的衰落; 第二种是“转型论”: 通过探讨危机的影响，提出中世纪晚期危机推动了西欧社

会形态和国家形态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转型。这两种范式都是以中世纪晚期之前或之后的

历史时段为标准做出的相对性判断。时至今日，只有以危机与危机应对的视角重新审视

14 至 15 世纪西欧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变化与发展，揭示出中世纪晚期西欧社会

的韧性，才能对旧的范式实现突破，进而深化对历史上“危机”与社会发展之间互动关系

的理解。

关键词 中世纪晚期危机 封建社会 近代国家 危机应对 社会韧性

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和历史观的转变，中世纪已经摆脱了“黑暗的时代”这一刻板印象。但

是，由于黑死病、战乱和人口大量死亡等历史事实，14 至 15 世纪的西欧历史却一直笼罩着昏暗的

色彩:“中世纪晚期危机”这一史学名词的广泛使用就是证明。① 史学界没有对“中世纪晚期危机”

形成明确的统一定义，而是将它作为对 14 至 15 世纪发生在西欧的饥荒、瘟疫、战争及其导致的人

口减少、经济停滞、政治和社会秩序紊乱的概括。“中世纪晚期危机”在何时提出? 它对理解西欧

中世纪历史，特别是 14 至 15 世纪的历史有什么意义? 史学界关于“中世纪晚期危机”的研究已经

形成哪些主要观点? 在已有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我们应该以何种视角继续对中世纪晚期危机的研

究，才能加深对这一历史时期的认识以及危机在历史发展中作用的理解? 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

问题。

*

①

本文是 2020 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世纪晚期法国的城市自治与危机应对研究”( 项目编号: 20CSS010 ) 阶段性成果;

受“清华大学基础文科发展项目”资助; 受唐仲英基金会“仲英青年学者项目”资助。
中世纪一般指 5 至 15 世纪。按照西方学界经典的历史分期方式，中世纪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段: 5 至 10 世纪为中世纪早

期，11 至 13 世纪为中世纪中期，14 至 15 世纪为中世纪晚期。中世纪三段式历史分期最早出现在 19 世纪末，参见 Florian
Mazel，“Un，Deux，Trois Moyen Âge… Enjeux et Critères des Périodisations Internes de l'Époque Médiévale，”in S. Gibert，J. Le
Bihan，F. Mazel，dir. ，Découper le Temps? Actualité de la Périodisation en Histoire，Atala. Cultures et Sciences Humaines，n°17
( 2014) ，pp. 101 － 113。“中世纪晚期危机”正是以中世纪的三段式分期为基础而提出的史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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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世纪晚期危机”概念的诞生

作为史学名词的“中世纪晚期危机”诞生于 20 世纪。在此之前，人们如何看待西欧中世纪，特别

是 14 至 15 世纪的历史?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们理解“中世纪晚期危机”史学意义的前提。

虽然 14、15 世纪的人们是黑死病、饥荒、战争等一系列被后来历史学家称为危机的亲身经历者，但

是，他们从未使用“危机”描述自己所处的时代。一方面，根据词源学，“危机”一词最早来自希腊语，后

来被引入拉丁语( 写作“crisis”) ，但是，直到 16 世纪，“危机”一直是医学名词，只用来表示“病危的时

刻”。① 另一方面，从中世纪晚期编年史和时人日记的记载来看，当时的作者尤为关注一个个的政治事

件，特别是战争，倾向于以短期的直接原因对政治事件做出解释: 他们既不具有以较长时间跨度看待历

史的视野，也没有在复杂的社会现象之间建立联系的意识，因此，无法形成对所处时代的整体认识。②

相较而言，人文主义者们不仅表现出了给历史分期的意识，还展现出了以长时间跨度理解历史的

野心: 他们将西罗马帝国覆灭至自己所处时代之间的历史时期视为一个统一的时段，为其冠名“中世

纪”( 拉丁语，medium tempus /medium aevum) 。③“中世纪”本意为“中间的时代”，是人文主义者对这一

历史时期贬抑之情的明确表达。在他们眼中，中世纪是黑暗和野蛮的时代，是辉煌古典文明的断裂，他

们要与中世纪决裂，复兴希腊 －罗马的文化，开创新的时代。新教史家和启蒙思想家继承并发扬了人

文主义者对中世纪的负面评价。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对中世纪野蛮和宗教蒙昧主义的批判，是最具代

表性的观点之一。④ 总之，在 16 至 18 世纪，5 至 15 世纪开始被整体地看作一个历史时段，但是，近一千

年的历史被认为是同质的、没有变化的，从始至终是一样“黑暗的”，14 和 15 世纪只是其中的片段。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的扩张给欧洲的政治和社会秩序造成了剧烈冲击，如何从历史中寻找

民族文化的根源，重新建立身份认同成了 19 世纪欧洲思想和文化界力图回答的主要问题之一。⑤ 在

这样的背景下，浪漫主义思潮和“科学的”历史学重新挖掘了中世纪历史的意义。⑥ 浪漫主义通过文

学和艺术等多种形式改变了中世纪扁平的负面形象，⑦突出了民族文化和情感从中世纪到近代的延

续性。最具代表性的是法国浪漫主义史家米什莱，他不仅将法兰西民族和国家的构建作为叙述 14、
15 世纪历史的重要线索，还特别将贞德塑造成爱国主义的英雄。⑧“科学的”历史学也尝试在 3 至 11

世纪的“蛮族入侵”和蛮族王国与近代民族之间构建起对应关系，以此说明近代之后民族情感和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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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Alain Ｒey，dir.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Le Ｒobert，2019，tome 1，p. 908.
中世纪晚期留存下来的编年史相对较多，一部分经过历史学家的整理，已经被翻译为现代语言。例如，15 世纪编年史家托

马斯·巴尚( Thomas Basin) 的编年史主要记录了从法国国王查理七世到路易十一的重大政治事件和百年战争后期的重要战

役，Thomas Basin，Histoire de Charles VII et Louis XI，traduit par Joël Blanchard，Franck Collard et Yves de Kisch，Éditions Poket，
2018。中世纪晚期最著名的时人日记是 15 世纪一位巴黎人对自己所见所闻的记录，参见 Journal d'Un Bourgeois de Paris de
1405 à 1449，présenté et commenté par Colette Beaune，Librairie Générale Française，1990。
“中世纪”一词最早由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乔凡尼·安德里安( Giovanni Andrea) 在 1469 年第一次使用，参见 Francis Gingras，
Profession Médiéviste，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e Montréal，2014，p. 9。
伏尔泰著，梁守锵、吴模信译:《风俗论》，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关于 19 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参见 E. J. 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关于 19 世纪的欧洲史学发展，参见 G.·P.·古奇著，耿淡如译:《19 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
Isabelle Durand-Le-Guern，Le Moyen Âge des Ｒomantique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Ｒennes，2001.
J. Michelet，Jeanne d'Arc ( 1412 － 1432) ，Hachette，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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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求的合理性。① 相对而言，“科学的”历史学低估了中世纪晚期历史的意义，对 14 至 15 世纪历史的

叙述没有突破中世纪晚期编年史的范式，大多以国王的统治时期为节点，重点考证和记述大人物主

导的政治事件和著名战役。总的来看，浪漫主义和近代历史学挖掘出了中世纪的多元面相，并开始尝

试理解中世纪历史与近代欧洲之间的联系。然而，由于过度投射民族主义诉求，它们都在部分程度上

扭曲了历史真实，而且，以叙事为主的书写方式导致它们缺乏分析性的解读。因此，直到 19 世纪，14 至

15 世纪的历史依然由政治事件连缀而成，它与之前及之后历史时代的区别与联系没有得到探讨。
1919 年，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撰写的《中世纪的秋天: 14 世纪和 15 世纪法国与荷兰的

生活、思想与艺术》出版，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② 这本著作摆脱了传统的政治史书写模式，从

文化史视角确定了 14 和 15 世纪在中世纪到近代的欧洲历史中的位置。赫伊津哈强调关注这一时

段本身的特点。他认为，这一时期是中世纪文化成熟与结果的时期，但正因为过于成熟而缺乏活力，

这一时期也是中世纪的末期，是中世纪文化瓜熟蒂落、消亡的时期。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本书在很长

一段时间内被翻译为《中世纪的衰落》并非完全错误。③ 除此之外，赫伊津哈还指出，这一时期孕育

着古典文化的新形式，这种新形式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精神，才产生了文艺复兴。④ 尽管赫伊津哈

以秋天来比喻 14、15 世纪在中世纪文化史中地位的方式带有历史形态学的色彩，⑤但是，他的研究立

足于中世纪文化自身的发展过程和特点，赋予了中世纪晚期独特的意义，揭示了它在西欧历史中的

双重地位: 它既是中世纪结束的时期，又是孕育文艺复兴的时期。
19 世纪下半叶，现代意义的“危机”一词开始在经济学领域用来描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周期

变化，最具代表性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特别是由于 1929 年至 193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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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帕特里克·格里著，吕昭、杨光译:《民族的神话: 欧洲的中世纪起源》，“第一章，一道有毒的风景: 19 世纪的族群观与民族主

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33 页。
原书以荷兰语撰写，参见 Johan Huizinga，Herfsttij der Middeleeuwen: Studie over levens-en gedachtenvormen der veertiende en
vijftiende eeuw in Frankrijk en de Nederlanden，Tjeenk Willink，1919。1924 年，这本书首次被翻译为英文出版，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trans. F. Hopman，Doubleday and Company，Inc. ，1924; 1938 年被翻译为法语，Le Déclin du Moyen Âge: Études
sur les Formes de Vie et de Pensée aux XIVe et XVe Siècles en France et en Hollande，traduit par Jean Bastin，Payot，1938。这两个翻

译版本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将原书的主标题“中世纪的秋天”转译为了“中世纪的衰落”。但是，从 1975 年开始，法文版将

标题改回了“中世纪的秋天”并一直延续至今，参见 Johan Huizinga，L'Automne du Moyen Âge，traduit par Jean Bastin，Payot，
1975。1997 年，这本书被重新翻译为英文，主标题也采用了“中世纪的秋天”，参见 Johan Huizinga，The Automne of the Middle
Ages，trans. ，Ｒodney J. Payton and Ulrich Mammitzsch，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国内学界根据两个英文版分别翻译

出版了中文译本: 约翰·赫伊津哈著，刘军、舒炜译:《中世纪的衰落: 对十四和十五世纪法兰西、尼德兰的生活方式、思想及

艺术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约翰·赫伊津哈著，何道宽译:《中世纪的秋天: 14 世纪和 15 世纪法国与荷兰的生

活、思想与艺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普遍认为“中世纪的衰落”这一译法是对赫伊津哈的误读和误译。事实上，“秋天”一词在赫伊津哈

看来本身就带有“衰落”的意涵。他在荷兰文序言中这样写道:“本书试图审视 14 世纪和 15 世纪，不是把这个时期当作宣

告文艺复兴来临的时期，而是把它当做中世纪的末期，当作中世纪思想生命历程的最后阶段，当作一株硕果满枝、充分成

熟、发育完全的果树。包裹着活生生思想的旧形式引人入胜、枝繁叶茂，而思想宝藏逐渐干涸、走向僵化———这就是本书的

主要内容”，参见约翰·赫伊津哈著，何道宽译: 《中世纪的秋天: 14 世纪和 15 世纪法国与荷兰的生活、思想与艺术》，第 25
页。不仅如此，1924 年英译本的主标题“中世纪的衰落”实际上得到了赫伊津哈的认可。
约翰·赫伊津哈著，何道宽译:《中世纪的秋天: 14 世纪和 15 世纪法国与荷兰的生活、思想与艺术》，第 348—361 页。
尽管赫伊津哈本人否认“中世纪的秋天”是历史形态学的表达，并多次撰文反对斯宾格勒的历史形态学理论，但是，将文化

发展过程与生物生长过程相对照的论述方式却在他的著作中随处可见。关于赫伊津哈与历史形态学，参见 Watler Simons，
“Wrestling with the Angel: Huizinga，Herfstij，and Ｒeligion，”in Peter Arnade，Martha Howell and Anton van der Lem，eds. ，

Ｒereading Huizinga: Autumn of the Middle Ages，A Century Later，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19，pp. 44 －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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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给西方世界造成的巨大冲击，“危机”这一概念逐渐被引入其他学科，推动了以“危机”为视

角的历史研究。1931 年，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法国农村史》中用“14 至 15 世纪大危机”
( “la grande crise des XIVe et XVe siècles”) 描述法国农业在中世纪晚期的历史状况，并指出:“封建领

主的收入危机结束了中世纪，开启了近代。”①这被认为是中世纪晚期危机概念的首次提出。1935
年，德国历史学家威廉·艾贝尔( Wilhelm Abel) 提出了“农业危机”( 德语，Agrarkrisen) 这一概念，认为

14、15 世纪的产品价格下跌是农业危机的重要标志。② 到 1949 年爱德华·佩罗伊( Edouard Perroy) 在

《年鉴》杂志发表《经济收缩的开始: 14 世纪的经济危机》时，“西欧社会在 14 至 15 世纪遭受了一场

异常严重的经济危机已经成为被普遍接受的认知。”③

对“危机”概念的借用反映了历史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的重要转变。20 世纪初，“新史学”运动对

以记述重要政治事件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历史学提出了挑战: 一方面，政治领域以外的历史开始被纳

入史学研究的范围，包括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各方面; 另一方面，历史学的目标不再是根据档案

材料对事件进行还原和叙述，而是要借助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探索历史发展的结构和规律。④ 在这

样的背景下，历史学领域中不仅诞生了“中世纪晚期危机”，还出现了启蒙运动前的“思想危机”“前

工业时代的经济危机”和“3 世纪危机”( 即罗马帝国的危机) 等概念。⑤

历史学赋予了“危机”更加广泛和灵活的内涵。它既可以指代一个长的历史时段，也可以指代一

个短的历史时段，既可以表示固有的矛盾与紧张，也可以表示趋势发生大反转或极端的困境，还可以

表示一个领域或整体的收缩和萧条。对中世纪史研究而言，“中世纪晚期危机”的提出改变了战争和

政治斗争主导 14 至 15 世纪历史的书写方式。它在以前被按照时间顺序连缀起来的事件，特别是各

种天灾人祸之间构建起联系，使全面、深入探讨这个时间单元内历史变迁的原因和整个中世纪历史

发展的脉络成为可能。

二、“衰落论”视角下的中世纪晚期危机

既然中世纪晚期存在危机，那么危机因何发生? 这一问题的答案构成了中世纪晚期危机研究的

衰落论，并形成了新马尔萨斯主义( Neo-Malthusianism，也被称作“新人口论”) ⑥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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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Marc Bloch，Les 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Ｒurale Française，Les Belles Lettres，1931，p. 19 et p. 107.
Wilhelm Abel，Agrarkrisen und Agrarkonjunktur: Eine Geschichte der Land-und Ernährungswirtschaft Mitteleuropas seit dern hohen
Mittelalte，Berlin，1935. 这本书的英译本标题未遵循德语原意，将农业危机表述为了“农业的波动”，参见 Wilhelm Abel，
Agricultural Fluctuation in Europe，from 13th to 20th Centuries，Saint Martin's Press，1978; 法文译本则保留了农业危机的表述，

Wilhelm Abel，Crises Agraires en Europe ( XIIe － XXe Siècle) ，Flammarion，1973。
Edouard Perroy，“À l'Origine d'Une Économie Contractée: Les Crises du XIVe Siècle，”Annales. Economies，Sociétés，Civilisations，
4eannée，no. 2 ( 1949) ，p. 167.
关于 20 世纪初“新史学”运动的影响，参见彭刚:《事实与解释: 历史知识的限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 年第 3 期，第

49—52 页。
Paul Hazard，La Crise de la Conscience Européenne ( 1680 － 1750 ) ，Éditions Contemporaines，1935; Ernst Labrousse，La Crise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à la Fin de l'Ancien Ｒégime et au Début de la Ｒévolution，PUF，1ère édition，1944; Ｒoger Ｒémondon，La Crise
de l'Empire Ｒomain: De Marc Aurèle à Anastase，PUF，1964.
关于马尔萨斯理论在现代历史学中的运用，参见 Sergei Aleksandrovich Nefedov，“Neo-Malthusianism in the Modern Methodology
of History，”Herald of the Ｒ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vol. 82，no. 6 ( 2012) ，pp. 453 － 456。国内学界对新马尔萨斯理论已有

深入的了解，参见谢丰斋:《农业、人口与市场———再论波士坦的“新人口论”》，《世界历史》2013 年第 1 期，第 15—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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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主要的解释路径。
英国中世纪经济史家 M. M·波斯坦( M. M. Postan) 将马尔萨斯理论引入中世纪晚期危机的研

究中，以人口数量的变化为切入点解释西欧社会在 14 至 15 世纪的危机，被认为是新马尔萨斯主义

学派的领军人物。① 1966 年，由他主编的《剑桥欧洲经济史》出版第二版。第二版与 1941 年第一版的

最大区别在于，第一卷《中世纪的农业生活》( The Agrarian Life of the Middle Ages) 的最后一章由德国历

史学家汉斯·纳布霍尔兹( Hans Nabholz) 撰写的《过渡中的中世纪农业社会》( “Medieval Agrarian Society
in Transition”) 替换成了比利时历史学家利奥波德·热尼科( Léopold Génicot) 撰写的《危机: 从中世纪到

近代》( “Crisis: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Modern Times”) 。② 这一变化不仅意味着 14、15 世纪被定性为

了“危机时代”，③还标志着新马尔萨斯主义学派在中世纪晚期历史研究中主导地位的确立。
新马尔萨斯主义学者反对从亨利·皮朗以来强调商业和城市在中世纪经济发展中主导作用的观

点，④认为农业才是中世纪西欧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以此为前提，他们提出，西欧中世纪的农业技术

发展缓慢，从 13 世纪末开始基本停滞。14 世纪之前，西欧农业主要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增加产量的方式

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但是，到 14 世纪初，这种粗放的农业发展模式因耕地肥力耗尽和可供开垦的

土地减少而无以为继。⑤ 因此，1300 年左右，西欧出现了人口的相对过剩，即人口数量超过了农业生

产力所能供养的数量: 人口停止增长，甚至在 14 世纪初出现小幅下跌的现象正是人口相对过剩的重

要表现。⑥ 生活资料与人口数量之间的不平衡导致饥荒、战争和瘟疫的大规模爆发。但是，饥荒、战争

和瘟疫不仅是危机的表现，还是社会机制自我调节的方式: 由于它们“消除”了过剩的人口，经济和人口

得以在 15 世纪下半叶重新开始增长。总之，在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解释范式中，中世纪晚期危机是农业

生产和人口数量之间平衡关系被打破之后，重新确立新的平衡的过程，是相对于 10 至 13 世纪农业和人

口增长而言的衰落时期。因此，利奥波德·热尼科直接用“正在衰落的中世纪”描述中世纪晚期危机。⑦

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解释路径不仅被史学界普遍接受，⑧还推动了对中世纪晚期危机产生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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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 M. M. Postan，Essays on Medieval Agriculture and General Problems of the Medieval Econom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M. M. Postan，ed.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vol. 1，The Agrarian Life of the Middle Ages，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6，pp. 660 － 741. 利奥波德·热尼科专门撰写了以中世纪晚期农业危机为题的论著，参见

Léopld Genicot，La Crise Agricole du Bas Moyen Âge dans le Namurois，Publications Universitaires de Louvain，1970。
利奥波德·热尼科在开篇写道:“危机是历史学家思考 14 和 15 世纪历史时立刻就会想到的词”，参见 M. M. Postan，ed. ，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vol. 1，The Agrarian Life of the Middle Ages，p. 660。
关于商业和城市在中世纪西欧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参见亨利·皮朗著，乐文译:《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Philippe Wolff，Commerce et Marchands de Toulouse ( vers 1350 － vers 1450 ) ，Plon，1954; Ｒobert S. Lopez，The
Commercial Ｒevolution of the Middle Ages，950 － 135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
M. M. Postan，“Land Use and Technology，”in id. ，The Medieval Economy and Society: 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1100 －
1500，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2. 新马尔萨斯主义关于中世纪西欧农业技术进步缓慢的判断受到了质疑，参见 Harry
Kitsikopoulos，“Technological Change in Medieval England: A Critique of the Neo-Malthusian Argument，”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vol. 144，no. 4 ( 2000) ，pp. 397 － 449.
M. M. Postan，“Some Economic Evidence of Declining Population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in id. ，Essays on Medieval
Agriculture and General Problems of the Medieval Economy，pp. 17 － 19.
M. M. Postan，ed.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vol. 1，The Agrarian Life of the Middle Ages，p. 661.
乔治·杜比将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解释范式推进到了中世纪晚期之前的经济史研究中，参见 Georges Duby，L'Économie Ｒurale
et la Vie des Campagnes dans l'Occident Médiéval，Éditions Montaigne，1eédition，1962。乔治·杜比和 M. M. 波斯坦的研究共同

构建了一个以新马尔萨斯主义理论为基础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研究范式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参见 John Drendel，ed. ，

Crisis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Beyond the Postan-Duby Paradigm，Brepols，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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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探讨。新马尔萨斯主义关于人口与农业生产之间动态平衡的理论包含着对人类与环境之间

关系的思考: 作为前工业时代影响农业生产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气候有没有对 14 至 15 世纪的危机

产生影响? 通过对长时段气候史的研究，艾玛纽尔·勒华拉杜里( Emmanuel Le Ｒoy Ladurie) 提出，10

至 13 世纪是“中世纪暖期”，气候温暖而干燥，非常适宜谷物种植，有利于土地的开垦和农业产量的

提升，推动了人口的增长; 然而，14 世纪初，气候进入“小冰川期”，夏季变得凉爽而潮湿，冬季则非常

寒冷，气温下降导致谷物产量大幅降低，人口数量因此迅速减少。① 气候的变化恰好与中世纪农业和

人口的变化趋势相对应，这不仅再次确认了 14 至 15 世纪西欧农业和人口衰落的结论，还构建起了

气候变化引发农业衰退导致人口相对过剩的因果链条。② 勒华拉杜里的气候决定论支持了新马尔萨

斯主义的解释路径，③强化了人口相对过剩是西欧出现中世纪晚期危机原因的观点。但是，关于人口相

对过剩的原因，无论是波斯坦从农业技术角度的解释，还是勒华拉杜里气候史的论证，都忽视了社会 －

经济制度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向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解释提出了挑战。
1951 年，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罗德尼·希尔顿( Ｒodney Hilton) 以法文在《年鉴》杂志发表

《存在一个封建制度的整体危机吗?》一文。他提出，中世纪晚期危机是封建制度在经济、社会和政治

领域的“整体危机”( 法语，crise générale) 。④ 14 至 15 世纪，西欧社会生产力衰退导致统治阶级不断

增长的非生产性支出无法得到满足，为获取更多收入，他们发动战争并创建国家税收，引发农民起义

和城市暴动，生产力进一步遭到破坏，封建主义的社会 － 经济制度陷入恶性循环。希尔顿认为，这是

中世纪晚期危机产生并延续近两个世纪的基本原因。和新马尔萨斯主义学者一样，希尔顿也将生产

力的衰退归咎于技术停滞。但是，他认为，中世纪生产技术进步缓慢的根本原因是封建主义经济制

度固有的局限: 一方面，商品贸易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过小，不足以引发竞争推动技术革新; 另一方

面，生产关系中的两个阶级都无法推动生产技术进步———土地贵族对生产技术漠不关心，而农民和

手工业者没有资本用于风险很大的技术革新。希尔顿突破了新马尔萨斯主义以农业和人口为核心的

解释模式，将中世纪晚期危机的原因指向了封建制度本身的缺陷，尤其是生产关系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整体危机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世纪晚期经济和社会变化的主要观

点，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佩里·安德森在《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一书中仍然将整体危机( 英语，

general crisis) 视作封建社会在 14 至 15 世纪的主要特征。⑤ 但是，封建制度为何在 14 世纪前推动了

增长和繁荣，却在 14 至 15 世纪导致了衰退和动荡? 造成整体危机的根本机制是什么? 这些问题的

答案需要从封建主义的核心———生产方式中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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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Emmanuel Le Ｒoy Ladurie，Histoire du Climat depuis l'An Mil，Flammarion，édition 1983，tome 2，pp. 40 － 55. 关于勒华拉杜里

气候史研究的介绍，参见周立红: 《气候变迁的历史维度———勒华拉杜里的气候史研究》，《史学月刊》2014 年第 6 期，第

92—104 页。
Emmanuel Le Ｒoy Ladurie，Histoire des Paysans Français: De la Peste Noire à la Ｒévolution，Seuil et PUF，2002，pp. 16 － 20.
勒华拉杜里甚至认为新马尔萨斯主义解释范式也是现代危机产生的基本机制之一，参见伊曼纽埃尔·勒鲁瓦·拉迪里( 艾玛

纽尔·勒华拉杜里的另一中译) 著，舒小均、李霄翔译:《危机与历史学家》，《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

社 2002 年版，第 371—373 页。
此文以法文首发于法国《年鉴》杂志，参见 Ｒodney Hilton，“Y Eut-il Une Crise Générale de la Féodalité?，”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Civilisation，6e année，no. 1 ( 1951) ，pp. 23 － 30; 1985 年以英文收录于论文集，参见 Ｒodney Hilton，“Was there a
General Crisis of Feudalism?，”in id. ，Class Conflict and the Crisis of Feudalism: Essays in Medieval Social History，Hambledon
Press，1985，pp. 239 － 245.
佩里·安德森著，郭方、刘健译:《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11—2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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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法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居伊·布瓦( Guy Bois) 在著作《封建主义的危机: 14 世纪初期

至 16 世纪中期东诺曼底的乡村经济和人口》中提出，中世纪晚期危机是封建主义的“系统性危机”
( 法语，crise systémique) ，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① 居伊·布瓦认为，领主捐税，即领主占有农

民从土地上生产出来的财富的份额，是中世纪经济体系的核心，决定了封建经济的两种模式。在增

长模式下，领主为获取更多剩余价值逼迫农民增加产量，农民以扩大耕地面积为主要方式实现增产，

农业产量增加推动人口增长，领主收入增多: 这是 11 至 13 世纪西欧封建经济繁荣的基本机制。但

是，由于大垦荒带来的增产额度日益萎缩，农业生产率在增长模式下实际呈现下降趋势，领主的课税

率因此也呈现降低趋势，不过，人口和农业产量的持续增长仍可以支撑领主收入的增长。随着可开

垦土地的减少，农民所能供养的孩子数量减少，人口下降引发耕地面积缩减，农业产量降低，领主收

入下降: 封建经济进入衰退模式，这是中世纪晚期危机产生的机制。在衰退模式中，农业生产率呈现

增长趋势，领主课税率也相应增长，农民的负担日益加重，但是领主的收入依然下降，封建经济发展

走入死胡同。这导致饥荒和瘟疫频发，统治阶级开始通过军事冒险挽救收入不断减少的趋势，而“战

争 － 税收 － 战争”的机制进一步引发封建社会 － 经济体系的混乱。总之，封建主义危机是封建经济

体系耗尽了所有扩展的可能性并导致封建社会在政治、制度和精神领域陷入的僵局。②

居伊·布瓦不仅深化了希尔顿的整体危机论，还将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解释范式纳入了西方马克

思主义的解释范式中。在对衰退模式的阐释中，他明确采用了人口相对过剩理论，但是，他将人口相

对过剩的原因归结为封建生产关系中领主对农民的剥削而非技术的停滞。③ 尽管居伊·布瓦延续了

以农业和人口为中世纪晚期危机最核心指标的研究思路，但是封建主义系统性危机理论将各种社会因

素纳入了一个严密的因果链条中。2000 年，居伊·布瓦出版著作《中世纪的大萧条: 14—15 世纪，系统性

危机的先例》，进一步阐述了封建主义系统性危机，并详细论述了危机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中的反

映。④ 自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伴随着经济史、人口史研究的退潮和历史研究日益碎片化的趋势，

西方学界对宏大解释范式逐渐失去兴趣。居伊·布瓦之后鲜有关于中世纪晚期危机原因的宏观

探讨。
虽然“要么新马尔萨斯主义，要么马克思主义”一度是中世纪晚期历史书写必须首先做出的选

择，但是，它们对中世纪晚期危机发生原因的解释却建立在同一个基本的认知之上，即中世纪晚期危机

是西欧社会在 14 至 15 世纪相对于中世纪盛期( 11 至 13 世纪) 的衰落，危机的结束以经济和人口在 15
世纪下半叶的重新增长为标志。在“衰落的中世纪晚期”这一共识之下，危机原因和表现之间的区别变

得越来越模糊，新马尔萨斯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藩篱逐渐被打破。一部分学者倾向于全面地

描述危机，黑死病、战争、人口过剩、饥荒、土地抛荒等灾难共同构成了中世纪晚期危机，中世纪晚期的历

631

①

②

③

④

Guy Bois，Crise du Féodalisme: Économie Ｒurale et Démographie en Normandie Orientale du Début du XIVe Siècle au Milieu du XVIe

Siècle，Presses de Sciences Po，1976. 本书前言的中译，参见居伊·布瓦、张云鹤:《〈封建主义的危机〉序言》，《法国研究》1983
年第 2 期，第 54—64 页。
Guy Bois，Crise du Féodalisme: Économie Ｒurale et Démographie en Normandie Orientale du Début du XIVe Siècle au Milieu du XVIe

Siècle，pp. 362 － 363.
关于居伊·布瓦对中世纪农业技术进步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作用的具体论述，参见 Guy Bois，“Population，Ｒessources et
Progrès Technique dans Un Village du Maconnais ( Xe － XVIIIe Siècles) ，”in Pierre Gouron et Gilbert Étienne，dir. ，Des Labours de
Cluny à la Ｒévolution Verte: Techniques Agricoles et Population，PUF，1985，pp. 25 － 52。
Guy Bois，La Grande Dépression Médiévale: XIVe － XVe Siècles，le Précédent d'Une Crise Systémique，PUF，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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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因此成了一份灾难名录。① 另一部分学者则在经济和人口之外的专门领域探讨危机的表现: 在政

治史领域，战争对社会资源的消耗和公共秩序的破坏被凸显出来; ②在心态史领域，14、15 世纪人口

的大量死亡和社会动荡造成的“精神震撼”被认为是中世纪晚期危机在精神层面的反映; ③在环境史

领域，中世纪晚期危机还可以被视为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引发社会 － 生态矛盾所造成的结果。④

三、“转型论”视角下的中世纪晚期危机

在探寻危机起源的同时，中世纪晚期危机对西欧近代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也是历史学的重

要研究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社会形态的历史演变成为

研究热点。西方史学界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这一主题进行了两次大讨论: 第一次大讨论发

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源自英国历史学家莫里斯·多布( Maurice Dobb) 在 1946 年出版的著作《资本主

义发展之研究》; 第二次大讨论发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由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

( Ｒobert Brunner) 的论文《欧洲前工业时期的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引发。⑤ 通过这两次大讨论，中世

纪晚期被贴上了“过渡时期”的标签。

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国内众多前辈学者不仅积极译介和评述这两次大讨论的主要内容

与观点，⑥还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有关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原创性研究。例如，吴于廑先生的

《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和侯建新教授的《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等。⑦ 与此同

时，在我国世界史研究的话语体系中，直接译介自西方学者表达方式的“过渡时期”逐渐被更具有中

国特色的“转型时期”所取代，因此，在世界史学科中，“过渡时期”与“转型时期”为同义词。⑧ 本文无

意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再做狗尾续貂之论，而仅探讨有关“过渡时期”，或者说“转型时期”

的研究对中世纪晚期危机历史影响的阐述。

所谓“过渡时期”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时间范围，史学界没有达成统一的界定。最早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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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 Philippe Contamine，Marc Bompaire，Stéphane Lebecq et Jean-Luc Sarrazin，L'Économie Médiévale，Armand Colin，1997。
Ｒichard Kaeuper，War，Justice and Public Order: England and France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Clarendon Press，1988.
Jean Delumeau，La Peur en Occident ( XIVe － XVIIe Siècles) ，Fayard，1978.
Jason W. Moore，“The Crisis of Feudalism: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Organization and Enviroment，vol. 15，no. 3 ( 2002 ) ，

pp. 301 － 322.
这两次大讨论分别形成了两本论文集: Maurice Dobb and Paul M. Sweezy，eds.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NLB，first edition，1954，2e edition，1976; T. H. Aston and C. H. E. Philpin，eds. ，The Brenner Debate: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例如，张云鹤:《西方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讨论》，《世界历史》1980 年第 6 期，第 75—80 页; 沈汉: 《国外对欧

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研究之评述》，《史学月刊》1995 年第 2 期，第 102—109 页。
吴于廑:《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世界历史》1987 年第 2 期，第 1—18 页; 侯建新: 《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

中国》，济南出版社 2001 年版。
“过渡”一词的使用早于“转型”，前者引介自西方学者采用的“transition”一词，后者则借鉴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

型”政策，反映了世界史研究对现实的关怀。在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中，“转型”一词对应英语“transformation”( 参见孙立

平:《社会转型: 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 1 期，第 1—24 页) ，但是，在论及西欧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

历史时，国内世界史学者倾向于不区分“transition”和“transformation”，例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戴尔

( Christopher Dyer) 的著作 An Age of Transi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的中文译本为，克里斯

托弗·戴尔著，莫玉梅译:《转型的时代: 中世纪晚期英国的经济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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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时期”这一说法的莫里斯·多布将其界定在14 至 16 世纪; ①罗德尼·希尔顿( Ｒodney Hilton) 稍

晚时则提出，过渡时期至少从 14 世纪持续到了 17 世纪; ②而克里斯托弗·戴尔此后则强调西欧社会

的转型从1300 年左右开始，到 1800 年之后才结束。③ 由此可见，虽然关于“过渡时期”的下限存在争

议，但是，14 至 15 世纪是“过渡时期”的开端却是共识。那么，西欧在中世纪晚期经历的危机对封建

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进程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这一问题的答案被包含在了对封建主义向资

本主义过渡的动力的探讨中。

通过这两次大讨论，有关“过渡”的动力形成了两种主要的观点: 以莫里斯·多布和罗德尼·希尔

顿为代表的一派认为，直接生产者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尤其是农民内部的贫富分化是资本主义

诞生的关键; 以布伦纳为代表的另一派则强调阶级斗争推动过渡的作用，认为领主对农民的暴力剥

夺导致雇佣劳动者出现才能推动资本主义的出现。④ 与这两种观点相对应，关于中世纪晚期危机对

“过渡”进程的影响也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在莫里斯·多布看来，危机没有完全摧毁乡村的封建生

产关系，但是催生了货币地租、雇佣劳动和独立的小生产者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素，推动了富裕农

民阶层的兴起，为 16 世纪末约曼农用资本主义雇佣方式经营农场奠定了基础。⑤ 在以阶级斗争为核

心的解释范式中，罗伯特·布伦纳则认为，农奴对领主的反抗导致西欧农奴制度彻底瓦解，15 世纪中

期以后西欧的大部分农奴转变为了租佃农，这是封建主义农业向资本主义农业转变的第一步; 16 世

纪，农民的生产资料被暴力剥夺( 英国的圈地运动) ，导致大规模雇佣劳动者出现，农业资本主义才真

正确立。⑥ 尽管有关过渡动力的探讨未达成共识，但是，这两种观点都认为，中世纪晚期危机导致封

建主义生产方式，尤其是农奴制度和庄园经济逐渐瓦解，为资本主义萌芽准备了土壤。

对“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的讨论将有关中世纪晚期危机的研究引向了对其历史影响

的探讨，赋予了 14、15 世纪既是“危机时期”又是“过渡时期”的双重性质。这一视角修正了中世纪

等于封建主义社会、近代等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划分方法，展现出了西欧历史在中世纪与近

代交接之际的连续性。⑦ 然而，对社会形态转变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将有关中世纪晚期危机的历史影

响局限在了社会—经济史范畴，尤其导致了以乡村和农业经济为核心的研究范式，一定程度上忽略

了中世纪晚期西欧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与变化。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政治史逐渐回归西方史学主流，对社会—经济史的主导地位造成了冲击。

新政治史走出了传统政治制度史的窠臼，转向探讨其他领域历史变化在政治中的表达，力图以政治视

角对历史现象做出全面阐释。与经济—社会史对社会形态演变的探讨相对应，新政治史将国家形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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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Maurice Dobb，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George Ｒoutledge and Sons，1946，p. 19.
Ｒodney Hilton，“Introduction，”in Maurice Dobb and Paul M. Sweezy，eds.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pp. 25 －26.
克里斯托弗·戴尔著，莫玉梅译:《转型的时代: 中世纪晚期英国的经济与社会》，第 243 页。
关于西欧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动力和性质的探讨，参见向荣:《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的回顾与反

思》，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主编:《多元视角下的封建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11—114 页。
Maurice Dobb，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pp. 19 － 20.
罗伯特·布伦纳还比较了英法两国的不同，他认为法国的中央集权制度保护了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这是法国未能和英国

同步实现农业资本主义的原因，参见 Ｒobert Brunner，“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T. H. Aston and C. H. E. Philpin，eds. ，The Brenner Debate: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pp. 31 － 56.
对连续性的强调推动了以“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为时段的研究，参见向荣: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欧洲史研究的重要性及

难度》，《光明日报》2012 年 6 月 7 日。



衰落论、转型论与危机应对论:“中世纪晚期危机”解释模式的嬗变

历史演变作为重要的研究主题: 近代国家在中世纪的起源问题重新引发了史学界的思考。① 一般认为，

近代国家的诸多要素可以追溯到西欧在 14 世纪前形成的封建王国，但是中世纪晚期的变化推动了

封建王国向近代国家的转变，②14 至 15 世纪的西欧国家甚至被称作“过渡的国家形态”( 法语，état de
transition) 。③ 中世纪晚期危机在西欧从封建王国向近代国家“过渡”的进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在年鉴学派依然忽视政治史研究的 20 世纪 70 年代，法国历史学家贝尔纳·葛内( Bernard Guenée)

出版著作《14 至 15 世纪的西欧: 国家》，通过将政治主题与社会史、思想史有机联系起来的研究路径对

国家形态的研究做出了革新。④ 他认为，官僚化、有限的君主权力和特权阶层的民主是 14 至 15 世纪

西欧国家形态最重要的三个特点，中世纪晚期危机导致这三者、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呈现波动起伏

的发展特点。13 世纪末到 14 世纪上半期是国家机构增多、国家权力增强的时期，官僚化快速发展;

14 世纪下半叶至 15 世纪前 20 年，战争和瘟疫引发财政困难，导致官僚化进程被打断，民众叛乱频

发，代议制大会取得成功，特权阶层出现民主化倾向，君主权力被削弱; 1430 年之后，君主权力日渐恢

复，官僚化进程复兴，代议制大会及其包含的民主思想式微。⑤ 贝尔纳·葛内承认君主权力在危机结

束后比危机之前有了增强，但是他强调，中世纪晚期危机，特别是 14 世纪下半叶至 15 世纪上半叶的

战争实际上中断了封建王国官僚化的进程。

与贝尔纳·葛内聚焦于中世纪晚期国家形态具体特征不同，美国历史学家约瑟夫·里斯·斯特雷

耶在《近代国家起源研究》一书中着力于西欧国家形态从 12 世纪至 16 世纪流动变化的过程。⑥ 他认

为，14 至 15 世纪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导致了政治的不稳定性，最显著的表现是叛乱和战争的频繁发

生。战争对国家产生了双重影响: 一方面，战争的结果促使国家的领土边界变得清晰和稳定，为国家

主权的确立奠定了空间基础; 另一方面，持续的战争状态导致政府总是倾向于以临时应急方式解决

问题而不是通过完善政府机构来解决问题，阻碍了国家机构的发展。⑦ 总的来说，中世纪晚期危机导

致西欧国家在组织和程序方面的弱点暴露无遗，却并未推动国家体制的大变革，直到 1450 年后，西

欧范围内的战争基本结束，经济开始复兴，国家才有了改革和强化政府的精力和物质基础。⑧

以上两项研究从经济 － 社会危机导致战争和国家管理体制失灵的角度凸显了中世纪晚期危机

的内涵和影响。尽管它们力图展现中世纪晚期危机对西欧国家形态演变的多面影响，但是，它们将

王权加强和官僚化作为从封建王国向近代国家过渡的重要标准，认为中世纪晚期危机本身打断了过

渡的进程，而危机的结果推动了过渡的进程。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新政治史的发展，有关近代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进入高峰。19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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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关于近代国家起源的研究，参见 Charles-Olivier Carbonell，“Les Origines de l'État Moderne: Les Traditions Historiographiques
Françaises ( 1820 － 1990) ，”in Visions sur le Développement des États Européens: Théories et Historiographies de l'État Moderne. Actes
du Colloque de Ｒome ( 18 － 31 mars 1990) ，École Française de Ｒome，1993，pp. 297 － 312.
Giuseppe Sergi，L'Idée de Moyen Âge: Entre Imaginaire et Ｒéalité Historique，traduit de l'italien par Corinne Paul-Maïer et Pascal
Michon，Flammarion，2014，pp. 100 － 101.
Bernard Guennée，“Y a-t-il Un État des XIVe et XVe Siècles?”，Annales. Économies，Sociétés，Civilisations，26e année，no. 2
( 1971) ，p. 399.
Bernard Guenée，L'Occident aux XIVe et XVe Siècles: Les États，PUF，1971.
Bernard Guenée，L'Occident aux XIVe et XVe Siècles: Les États，pp. 285 － 286.
Joseph Ｒ. Strayer，On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pp. 10 － 12.
Joseph Ｒ. Strayer，On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pp. 58 － 88.
Joseph Ｒ. Strayer，On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pp. 89 －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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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科学研究中心( CNＲS) 发起“近代国家的起源”( Les Origines de l'État Moderne) 科研项目; 1989

年，欧洲科学基金会( ESF) 设立“13—18 世纪欧洲国家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 in
Europe，13th － 18th Centuries) 科研项目: 这两个项目调动了欧洲各国历史学家对近代国家起源问题

的研究热情。① 在大量涌现的研究成果中，以国家财政制度变化为脉络阐释近代国家起源的研究路

径异军突起，②对中世纪晚期危机在西欧国家形态演变进程中的影响做出了新的评价。
1997 年，作为以上两个科研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法国历史学家让 － 菲利普·热内( Jean-Phillippe

Genet) 以公共税制的建立作为近代国家形成的标志，对近代国家的中世纪起源做出了总结。西欧封

建王国向近代国家转变的起点在 1250 年至 1350 年间，终点则因国家各异，落在 16 至 18 世纪。③ 从

根本上来说，近代国家源于封建制度的确立及 11 至 13 世纪的经济和文化繁荣，④但是，真正推动国

家形态向近代国家方向发展的是作为封建王国重要职能和结构性现象的战争。14、15 世纪长期的战

争状态导致封建赋税体系无力负担昂贵的战争费用。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君主与臣民进行协商，达

成了确立公共税收制度的协议，通过这种方式，君主与臣民之间建立起了政治对话 ( 法语，dialogue
politique) 的机制，这是近代国家最重要的特点。⑤ 在这一解释框架中，中世纪晚期危机被视为 14 至

15 世纪萧条的经济无力支撑战争和快速发展的国家体系而导致的综合结果。然而，2003 年，让 － 菲

利普·热内在《近代国家的起源: 英格兰的文化与政治社会》中又指出，在战事延绵和军队组织形式发

生变化( 雇佣军重要性提升) 的中世纪晚期，正是由于经济无法继续满足战争和国家发展的需求，公

共税制和王国内部的政治对话机制才得以迅速发展。⑥ 不过，由于公共税制与封建赋税体系并存，国

家运行的逻辑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封建主义，所以，中世纪晚期的国家有着显著的“过渡”特点。⑦

公共税制和王国内部政治对话机制的确立取代王权加强和国家机构官僚化，成为西欧从封建王

国向近代国家转型的核心要素。以此为基础，中世纪晚期危机不但没有打断封建王国向近代国家的

过渡进程，反而通过社会财富分配方式与政治权力运作模式的变化，推动了西欧封建王国向近代国

家的转型，促成了最早的近代国家的确立。⑧ 以此逻辑为核心，14、15 世纪，西欧政治与经济、社会和

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变化都可以被纳入有关中世纪晚期危机对封建王国向近代国家过渡进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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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国际会议论文集的大量出版反映了有关近代国家起源的研究热潮，篇幅所限，仅举以下的会议论文集为例: Jean-Philippe
Genet et Michel le Mené，éds. ，Genèse de l'État Moderne: Prélèvement et Ｒedistribution，Actes du Colloque de Fontevaraud，1984，

Édition du CNＲS，1987; Jean-Philippe Genet，éd. ，L'État Moderne: Genèse Bilans et Perspectives，Actes du Colloque Tenu au CNＲS
à Paris les 19 － 20 Septembre 1989，Édition du CNＲS，1990; Wolfgang Ｒeinhard，ed. ，Power Elites and State Buildi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Philippe Contamine，ed. ，War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Stat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关于新财政史对近代国家形成问题的研究，参见熊芳芳: 《新财政史视域下法兰西近代国家形成问题述评》，《历史研究》
2018 年第 3 期，第 147—164 页。
Jean-Philippe Genet，“La Genèse de l'État Moderne: Les Enjeux d'Un Programme de Ｒecherche，”Actes de la Ｒ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Genèse de l'État Moderne，vol. 118 ( Juin 1997) ，p. 6.
Jean-Philippe Genet，“La Genèse de l'État Moderne: Les Enjeux d'Un Programme de Ｒecherche，”p. 6. 国内学者也在中世纪盛

期探寻近代国家的起源，参见沈坚、董子云:《“真理”与法兰西近代国家———以路易九世法律形象建构为中心》，《浙江大学

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49 卷第 6 期，第 196—206 页。
Jean-Philippe Genet，“La Genèse de l'État Moderne: Les Enjeux d'Un Programme de Ｒecherche，”pp. 4 － 5.
关于法国公共税制在中世纪晚期的变化，参见熊芳芳: 《从“领地国家”到“税收国家”: 中世纪晚期法国君主征税权的确

立》，《世界历史》2015 年第 4 期，第 24—36 页。
Jean-Philippe Genet，La Genèse de l'État Moderne: Culture et Société Politique en Angleterre，PUF，2003.
英法是最早实现从封建王国向近代国家转型的西欧国家。关于英国近代国家的形成，参见郭方: 《英国近代国家的形

成———16 世纪英国国家机构与职能的变革》，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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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研究中。在政治文化史和政治社会史的浪潮中，许多研究虽然不再以阐释近代国家的起源作为

直接目标，但却有意或无意地为封建王国向近代国家的转型做了注解，①例如，有关中世纪晚期政治

思想、政治话语、民族观念的研究等。②

综上，有关西欧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社会形态演变和国家形态演变的史学研究强调中世纪晚期

危机对西欧近代社会形成的影响，阐释了中世纪晚期作为旧形态与新形态之间过渡时期的意义，构

成了中世纪晚期危机研究的“转型论”。“转型论”不仅改变了将中世纪与近代割裂甚至对立而看的

历史观，还与“衰落论”相互补充，完善了“中世纪晚期危机”作为史学名词的内涵。

四、衰落与转型之间:“危机应对论”解释模式的提出

“中世纪晚期危机”这一概念的产生和广泛使用，以及“衰落论”与“转型论”这两种解释框架的

形成，无疑极大地推进了对西欧 14 至 15 世纪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变化的理解。中世纪晚期

危机的“衰落论”以繁荣稳定的中世纪盛期为参照，既强调中世纪晚期与中世纪盛期之间的联系又突

出了两者之间存在的历史转折; 中世纪晚期危机的“转型论”以现代性的诞生为指向，③强调中世纪

晚期与近代之间的历史连续性和发展变化的漫长过程。“衰落论”与“转型论”两者并不矛盾，甚至

可以相互补充勾勒出西欧中世纪的历史脉络: 中世纪晚期危机打破了中世纪盛期的繁荣和稳定，推

动了封建生产方式、封建王国向近代资本主义和近代国家的转型。

然而，无论“衰落论”还是“转型论”，甚至“中世纪晚期危机”本身并非毫无争议。英国历史学家

詹姆斯·L.·戈德史密斯( James L. Goldsmith) 认为不存在所谓的中世纪晚期危机，相反地，西欧社会

从 13 世纪至工业革命一直处于增长时期，黑死病和战争只是这个增长周期的小中断。④ 法国历史学

家热罗姆·巴谢( Jérôme Baschet) 则认为，中世纪晚期存在危机的因素，但因此就将中世纪晚期定性

为衰落或危机的时代则言过其实了，因为它们对 14、15 世纪西欧的影响非常有限。⑤ 此外，以“过

渡”或“转型”视角书写历史的方式受到了许多历史学家的质疑。中世纪史专家弗兰齐斯克·格劳斯

( Frantisek Graus) 提出:“任何时代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过渡的时代，因为在每个时代里都有老的事物

消逝，新的事物诞生。”因此，在历史研究中讨论“过渡”毫无意义。⑥ 不过，这些质疑并未对以危机视

角考察中世纪晚期历史的研究路径造成威胁。居伊·布瓦在反驳詹姆斯·L.·戈德史密斯时，不仅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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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世纪晚期政治史研究的史学趋势，参见 Nicolas Offenstadt，“L'《Histoire Politique》 de la Fin du Moyen Âge: Quelques
Discussions，”in Société des Historiens Médiévistes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Public，ed. ，Être Historien du Moyen Âge au XXIe

Siècle: XXXVIIIe Congrès de la SHMESP ( Cergy-Pontoise，Évry，Marne-la-Vallée，Saint-Quentin-en-Yvelines，31 mai － 3 juin
2007) ，Éditions de la Sorbonne，2008，pp. 179 － 198。
篇幅所限，仅举几例: Bernard Guenée，L'Opinion Publique à la Fin du Moyen Âge: D'après la“Chronique de Charles VI”du
Ｒeligieux de Saint-Denis，Perrin，2002; Kathy Lavezzo，ed. ，Imagining A Medieval English Nation，Medieval Cultures，vol. 37，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4; John Watts，The Making of Polities: Europe，1300 － 150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关于在中世纪历史中寻找现代性起源研究路径的反思，参见黄春高:《中世纪史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光明日报》2020 年

7 月 13 日。
James L. Goldsmith，“The Crisis of the Late Middle Ages: The Case of France，”French History，vol. 9，no. 4 ( 1995 ) pp. 417 －
450.
Jérôme Baschet，La Civilisation Féodale: De l'An Mil à la Colonisation de l'Amérique，Flammarion，4eÉdition，2018，pp. 378 － 379.

转引自 Bernard Guennée，“Y a-t-il Un État des XIVe et XVeSiècles?”p.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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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后者的研究没有考察任何原始资料，缺少实证的基础，还认为对中世纪晚期危机的否认是后现代

思潮导致的非理性主义对史学研究的入侵。① 2016 年，英国中世纪经济史学家布鲁斯·坎贝尔

( Bruce M. S. Campell) 虽然从环境生态史的新视角对中世纪晚期危机起因和影响做了新的诠释，但

是他仍然选择以“大转型”作为对中世纪晚期历史的概括。②

在纵览了有关中世纪晚期危机内涵和解释范式的争论之后，我们应该以何种视角继续书写 14
至 15 世纪的西欧历史? 尽管有学者反对用“危机”为中世纪晚期的历史定性，但是，这一时期的灾难

和动荡，特别是饥荒、战争、瘟疫、人口大量死亡、经济萧条、政治混乱等现象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完全否认“危机”的存在，要么是因为对历史学领域中“危机”一词的含义理解过于狭隘，要么是因为

对危机给中世纪晚期西欧历史的影响认识不足。然而，“衰落论”和“转型论”都是以其他历史时段

为标准做出的相对性的判断，要想在它们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对 14、15 世纪历史的研究，我们还需要

进入当时的历史情境，更深入地挖掘中世纪晚期西欧历史的自身特点。
危机的出现必然引发人们对危机的应对，这是由人的主观能动性所决定的，所以，危机与危机应

对( coping with crisis) 构成了中世纪晚期西欧历史一体两面的核心特点。从这一核心特点出发，我们

可以在“衰落论”和“转型论”之间更加聚焦于危机本身和处于危机中的人，既考察危机的表现和破

坏性，也认识人们在危机之中谋求生存和发展的行动与策略，进而揭示出中世纪晚期西欧社会应对

危机，维持既有社会体系运转的能力，即西欧封建社会所具有的“韧性”。
“韧性”( resilience) 这一概念已经被广泛运用于生态学、社会学等学科，旨在考察现代社会在面

临灾难、危机等情况时应对、适应和转变的能力。③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将“韧性”引入历史

语境，以危机应对的视角揭示社会韧性在历史进程中的意义。④ 2018 年，由德国科学基金会( German
Science Fondations) 资助的“韧性: 中世纪研究与社会学对话中的社会剧变时期”( Ｒesilience. Phases
of Societal Upheaval in Dialogue between Medieval Studies and Sociology) 科研小组融合了社会学的理论

范式和历史学的实证研究，提出从应对策略、应对策略形成的条件和可动员的资源三个方面综合分

析社会从危机中复原的过程及其带来的历史变化。⑤ 这一研究路径要求把危机的发生与人们对危机

的应对整合起来考察，对被遮蔽在“衰落”或“转型”标签之下的变化和现象做出新的思考。例如，

“变态封建主义”( Bastard Feudalism) 在 14、15 世纪英国的出现和流行，是不是传统封建主义在受到

经济危机和战争冲击的情况下，领主在封建制度基本框架内所做出的灵活应对?⑥ 中世纪晚期法国

国王与城市联合，加强中央集权的进程，是否可以被看作国王与城市合作以便调动王国内部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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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y Bois，“On the Crisis of the Late Middle Ages，”The Medieval History Journal，vol. 1，no. 2 ( 1998) ，pp. 315 － 316.
Bruce M. S. Campell，The Great Transition: Climate，Disease and Society in the Late-Medieval Worl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关于“韧性”这一概念内涵的流变与运用，参见 Markus keck and Patrick Sakdapolrak，“What Is Social Ｒesilience? Lessons
Learned and Ways Forward，”Erdkunde，vol. 67，no. 1 ( 2013) ，pp. 5 － 19。
参见 Daniel Ｒ. Curtis，Coping with Crisis: The Ｒesilience and Vulnerability of Pre-Industrial Settlements，Ｒoutledge，2014。
Martin EndreΒ，Lukas Clemens，Benjamin Ｒampp，eds. ，Strategies，Dispositions and Ｒesources of Social Ｒesilience: A Dialogue
between Medieval Studies and Sociology，Spring VS，2020.
关于国内学者对“变态封建主义”的相关研究，参见金德宁:《西方史学界对“变态封建主义”及其历史影响的诠释》，《史林》
2018 年第 2 期，第 92—202 页; 孟广林:《西方学者对中古后期英国世俗贵族政治活动的历史解读》，《史学理论研究》2014
年第 3 期，第 95—97 页;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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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力量解决内忧外患的危机应对策略?① 基层民间组织在 14、15 世纪西欧的勃兴，难道不是普通

民众在社会保障体系缺失的情况下，自发利用民间资源应对危机的手段?② 等等。

与衰落论和转型论以其他历史时段作为参照系的结论指向不同，危机与危机应对的视角侧重考察

危机与人的互动关系，在承认危机破坏性的基础上，认识人们应对危机的行为也是推动社会变化的动

力。然而，危机应对推动社会变化，并不一定等于西欧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转型必然且快速发生。相反

地，在危机的刺激下，人们利用既有社会结构和资源做出的有效应对策略，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中世纪

晚期西欧封建社会以稳定性和灵活性为特征的韧性。克里斯托弗·戴尔在《转型的时代》一书结尾处特

别提醒读者，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转型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它不应

该是对如此重要的历史阶段居然始于 1300 年之前并且直到 1800 年之后才告完成所产生的惊讶或失望

的原因。我们对该时期的人们忍受艰难困苦、争取过上较好生活，以及由此取得结构性变化的能力刻

骨铭心。”③“忍受苦难、争取过上较好生活”事实上就是对危机应对行为的概括，对“转型”时期漫长性

的突出强调则是从时间跨度上对西欧封建社会韧性的注解。因此，危机与危机应对的视角有助于我们

突破危机必然推动转型、以及西欧封建社会因危机在 14、15 世纪衰落的线性史观，启发我们反思封建社

会的韧性与被普遍接受的历史分期之间可能存在的错位。理解了西欧封建社会的韧性，我们也就不难理

解雅克·勒高夫为何反对将文艺复兴视作中世纪与近代的断裂，为何主张一个从罗马帝国晚期到 18 世纪

末的“长中世纪”( un long Moyen Âge) ，并认为直到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西欧的封建社会才真正

终结。④

［本文作者吕昭，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 责任编辑: 吕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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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世纪晚期法国王权与城市的关系研究，参见 Bernard Chevalier，Les Bonnes Villes de France: Du XIVe au XVIe Siècle，
Aubier，1982。
关于中世纪晚期基层民间组织的发展，参见吕昭:《阿维尼翁兄弟会与中世纪晚期法国基层互助》，《历史研究》2021 年第 6
期，第 122—141 页。
克里斯托弗·戴尔著，莫玉梅译:《转型的时代: 中世纪晚期英国的经济与社会》，第 243 页。
雅克·勒高夫认为从罗马帝国晚期到18 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欧洲历史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可称为“长中世

纪”，参见 Jacques Le Goff，Un Long Moyen Âge，Tallandier Éditions，2004; 雅克·勒高夫著，杨嘉彦译:《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

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independently from official archives． The records of these soldiers' personal war experienc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battlefield life history can，to a certain extent，reveal the historical facts，such as

the complex war environment on the Burma battlefield and the life of the Japanese army，as well as

reflect the war concept an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of ordinary Japanese soldiers． The extensive research

on the microhistory of war conducted by Japan's‘Comrades-in-arms Association’after the war has

supplemented some detailed micro-historical materials that held great value for the stud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especially China's anti-war history． However，it must point out that the deliberate manner

in which former Japanese soldiers selectively recorded history has significantly impacted the perception

of war responsibility of the postwar Japanese society．

Zhang Qianhong and Jia Sen，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emory of‘Crusades’in the Arab

World since the 20th Century

The Crusade was an essential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East-West Ｒelations and caused a

psychological trauma that was unforgettable for the Arabs． However，the traumatic memory did not form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Crusaders' invasion，but was mainly the outcome of the modern world． Before

the 20th century，the Arabs generally did not consider the Crusades a serious national disaster，and the

Crusader almost had no obvious influence on the Arabs' ideology． Since the 20th century，the Occident

have repeatedly invaded the Arab world under the banner of‘Crusades’，leading the Arabs to regard

the European colonialism，the American hegemonism and Zionism as‘new Crusades’，and even

generalise the concept of‘Crusader' to refer to the entire Western society． Meanwhile，the Arabs

transformed the Kurdish Saladin's victory over the Crusaders into a symbol of the Arab national

heroism． It is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nationalism that the Crusade was developed into a symbol of the

Western challenge and a memory of the Arab nation's common suffering，which was used to build a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spire the Arab people to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and Israel． Through

this politicised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the Crusade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the

Arab world to build its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psychological crux of its rejection of the West，as

well as reflect the Arab people's expectation of national revival an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glory of Islam．

Lyu Zhao，Decline，Transition and Coping with the Crisis: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Crisis of the Late Middle Ages’

The concept of‘Crisis of the Late Middle Ages’summarises the famines，plagues，wars and the

resulting population decline，economic stagnation，and political and social disorders in Western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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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14th to the 15th centuries． It had been an important research theme since the 1930s and has

formed two explanatory paradigms． The one is the‘decline theory’that argued through exploring the

causes of the crisis that the crisis was a consequence of the decline of the Western European society

comparing to the High Middle Ages． The other is the ‘transition theory’ that proposed through

exploring the impacts of the crisis that the crisis promoted the transition of the social formation and state

form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modern era． Both interpretative paradigms are relative judgments

which resulted from a comparison to the historical periods before or after the late Middle Ages． It could

break through the old paradigms only by re-examining the changes and development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fields of Western Europe in the 14th and 15th centu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risis and coping with such crisis，which further reveals the resilience and dynamics of the Western

European society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Zhang Yibo，The Formation of New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Decline of Encyclopedic

Writing of World History in the German Ｒegion

Since the Age of Discovery，the European explorers and missionaries had brought back a great

deal of knowledge to Europe，which challenged the traditional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basis of the

Bible． How to integrate non-occidental knowledge into a new pattern of world history became a matter

of concern of historians from the 16th to the 18th centuries． Consequently，a large number of

encyclopedic literatures of world history grew rapidly in Europe，of which the multi-volumes Universal

History were the notable example which were complied by the British amateurish historians with an

Orientalist named George Sale as the chief editor． While first published in England，Universal History

had enjoyed a great reputation among the republic of letters，and it was translated into many languages，

becoming popular throughout Europe． Especially in the German region， it not only achieved

commercial success，but also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t that time．

However，in the 19th century，the sales of Universal History seriously dropped because it was harshly

criticised by scholars．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historical sources represented by Universal History also

became anachronistic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new view of historical sources． Simultaneously，a new

attempt to integrate world history emerged in the German states，which advocated for understanding of

the trends in world history by reading about great historical events． The vicissitudinous fate of Universal

History reflected the change of academic milieu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modern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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